























































































































































































































万两，并且有了 1896 年企业高达 190 多万两
的收入。即使是第七届账略中所记载的、企业
所支前届官利也仅为 7173 两，约占企业结余
的 2%。除第七届外，企业前期报效均按定章
进行，第六届最多也仅为 108000 两。由此，在
企业发展的前期，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对企
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四，企业的报效制度和分红制度的实
施具有延迟性。漠河金矿前三届账略中均无
企业对当届结余进行报效和分红的记录，第
三届企业账略所载分红即是按照章程规定本
应在第一届便进行的分红[8]326。而此后各届也
均存在延迟分红和报效这一问题[11]4530。由于
漠河金矿从创办之初就存在资本不足的问
题，这种分红和报效的延迟一方面有利于企
业前期资本维持，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持续
发展，但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因为相
比矿丁的“巨额”分成，无论企业的股东分红，
抑或是企业对政府的报效，都差距太大。漠河
金矿毕竟是清政府举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其
目的是“兴利实边”，说到底，就是利用新式企
业“广开利源”。企业前六届每届最高不过三
万两的报效显然不足以满足清政府的要求，
也正是如此，清政府才无视企业日后的发展，
大幅提升企业报效的数额，这才有了第七届
中高达 396300 两的报效。此外，清政府还对
企业剩余的款项予以剥夺，企业也自此丧失
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最终归于失败。
总体上看，尽管自漠河矿务总局创办后
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在总办李金镛以及继
任者袁大化的努力下，企业前期生产经营活
动还算顺利。自 1888—1889 年，漠河矿务总
局先后开办了漠河、洛古河、奇乾河、洼希利、
达义河（瑷珲西山）、观音山六个金厂，并且完
善了企业的相关机构设置和制度设计。与此
同时，尽管企业的产量不是很稳定，但总体而
言还是增加的。第一届账略所载企业产金
18961 两，而到了第七届，这一数字已增加到
50742 两。有人曾评论漠河金矿“每年所产金
量，当不下六万两……”[12]26 该说法虽有些夸
大，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漠河金矿前期
经营活动成效明显。正因如此，漠河金矿被公
认为近代“卓有成效”的两家矿业企业之一。
透过《矿务档》所载企业前七届的收支账
略，可见漠河金矿在其前期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受制于自
然地理环境以及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企业
的产量并不稳定。与此同时，官利制度和报效
制度对企业前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
并不明显。从企业所制定的制度安排的具体
实施情况来看，其股东分红和报效制度的实
施具有延迟性。一方面，由于延迟从企业结余
中提取报效和股东分红，对于自创办之初就
缺乏资本的漠河金矿来说是较为有利的；另
外一方面也说明，企业在创办之初制定的一
系列制度安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有偏差
的，尤其是清政府在漠河矿案之后任意更改
企业分金章程等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的衰败
也进一步证明，近代中国企业制度自产生后，
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其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和复杂，体现了近代
中国企业制度的艰难变迁。漠河金矿个案表
明，对于研究对象的考察，应该具体回到其所
处的历史时期，才能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比较
客观、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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